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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世说新语

  《三联生活周刊》第1140期封面文章《寻访长江流域青铜时代》中

写道：在三星堆的最新考古发掘中，3号坑里一件特别的青铜器引起

了考古工作者的关注。跪坐的人像，头上顶着一个跟人像几乎等大的

圆口尊，人像面部是典型的三星堆风格，宽目宽口，双手呈作揖状摆

在胸前。上半部分的圆口尊，颈部已经破裂，腹部雕刻着复杂的兽面

纹样，从器形到纹样都是典型的中原商朝风格。

  尊与罍，是三星堆出土最多的两类青铜容器。也正因为有大量尊

和罍的存在，人们才相信三星堆，或者说它代表的古蜀国与中原商王

朝之间是有所往来的，并且是受其影响的。

  我们将视野放宽，三星堆祭祀区所处时间段相当于商代殷墟时

期，也就是商代晚期。此时的商王朝已经不再像早期和中期那样处于

扩张状态，而是处于疆域收缩的状态，越来越集中回到中原一带。殷商

时期，中原以南直至长江流域的疆域被称为“南土”，而南土的疆域，随

着商朝统治与管辖的范围变化，也在不断变化，没有一个固定的边界。

三千余年前的中国，南土地区远没有中原地区发达。严格来说，三星堆

这个地方甚至在南土、西土之外。在广袤的中国土地上，它的特征不具

备普遍性，但以目前的考古研究来看，三星堆仍和中原具有关联，是一

个地域性特征极强的商代青铜文明中的支流。

三星堆是商代青铜文明中的支流

（赵珊珊 供稿）

  《南方人物周刊》第670期封面文章《酒的国》中写道：几个闻香杯

在人们面前排开，像是进行某种味觉的考验。酒铺店员等在一旁，说：

“酒值不值这个价，你得自己品，每个人的口感和喜好都不一样。”

  每天无数人在茅台镇面临同样的场景，把决策权交付给味蕾。味蕾

分辨不了时，各式神话与故事就登场了，宋代的官窖、十余辈的传承、仙

女的佳酿、7.5平方公里的神秘酿酒带……真真假假地拼接着酿酒小镇

的图景，外界对这里有多少魔幻的疑问，这里就能供应多少神秘的答案。

  酒与人的故事在这里以另一种视角被叙述，酒可以解决俗世的

生存难题，也可能让人陷入追逐金钱的迷狂。

  巨大经济体量落在189.25平方公里土地的小镇上。但这个经济

结构有如倒金字塔形，酒独力支撑茅台镇的绝大部分，一边腾飞、一

边摇晃。像一位酒厂老板所注解的那样：“你或许会觉得荒谬，但这里

穷乡僻壤，我们只有酒。”

茅台镇的酒一边腾飞一边摇晃

  《新周刊》第588期封面文章《三十而老》中写道：我怕老吗？这正

如人类的三大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向何处去”，看似有

解又无解。为什么怕？在生命的长河中，终有一天，你被迫接受自己身

体与精神陷入双重困顿的窘境：步伐从矫健变得缓慢，甚至依靠轮椅

代步；语言表达含混不清，说出的每一句都像一个被困孤岛的人发出

的“SOS”，遗憾的是，无人能懂；枯坐在房间里，一言不发，社会性死

亡突然而至。为什么不怕？衰老是生命链条从起始点导向终结点的自

然过渡。在一声叹息之前，早该做好心理准备。所谓怕与不怕，是我们

思考衰老与养老的一体两面。

  我们希望，人们站在更远的距离去眺望老年以及生命的终点，不

必等到真正步入老年的那一刻而手足无措。我们希望，人们正视衰老

与死亡，因为你我终将老去。每一段人生旅程，都要认真生活，即便身

处生命的深秋或初冬，只要从自我羁绊中挣脱出来，就没有什么可以

阻挡你追逐时代潮流、潇洒自由生活的权利。面对年老，不必夸大其

词，毕竟这并非一段陌生的人生，而是换个方式继续与世界相处。

年老是换个方式继续与世界相处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

新使命新任务

□ 张文显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法治领域的生动实践和

在法学领域的具体呈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攻坚

克难推进法治建设和坚持不懈推动法学创新的

历史素描和学理概括。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早期领导人李

大钊等就曾经提出过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

革命实践的想法，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局

限，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尚不可能产生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历经一系列严重挫

折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人深刻认识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本本

主义态度的严重危害性，旗帜鲜明地提出“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力挽狂澜地开启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征程。经过延安整风

和党的七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思想逐

渐成为全党的共识。从此，我们党走上了马克思

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密切相结合的

光明正道。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在理论

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良性互动中发展马克思主

义，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统和成功经验，也为

新时代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

思主义积累了宝贵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核心

要义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

相结合，既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发挥马克

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的

强大真理力量，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把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

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历

史底蕴、时代精神和实践伟力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充分表

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同我国

具体的时代条件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与我们

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伟业结合起来，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才能充分彰显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

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

法学新发展、开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新

境界。

  回顾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光辉历程，总

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根本目的在于

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进一步发展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

法学，让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创新成果焕发

出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始终

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习近平

法治思想伟大旗帜，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

国化新的历史进程。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全面而

深入的研究，对其中的法学思想和法理精华再

提炼、再升华、再阐释，把饱含在马克思主义经

典文献中的法理精华和法学理论精髓进行体系

化构建，而不能停留在语录摘编或碎片化的引

用上；同时，还原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科学本色，

清除附加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之上的错误观点，

破除由于“左”或“右”的思潮影响而对马克思主

义法学的误读和误解。当然，这样做并不是西方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所说的“回到马克思”，而

是进一步弄清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和精

神实质，构建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彰显马

克思主义法学的本源性，让马克思主义法学之

光照亮中国法学的前进之路。

  第二，对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

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进行系统

总结、理论概括和理念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实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源头

活水，只有认真地总结我国法治建设的丰富实

践和理论创新，才能不断丰富、创新和发展马克

思主义法学，才能产生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新成

果，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当代性。站在全面依

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

时代潮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立足实践、

深入实践、感悟和把握实践，概括出有时代感的

新命题，提炼出有原创性的新理论。这是马克思

主义科学方法论的必然指向，也是马克思主义

法学中国化与中国法治经验马克思主义化的必

由之路。

  第三，深入挖掘中国传统法学的思想宝库。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中国法学是

中国法治的学术和理论概括，源远流长、博大精

深，是人类法治思想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树立

中国法学理论自信、建构中国法学话语体系的

资本。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法治虚无主义”

和“历史虚无主义”的严重影响，我们对中国法学

的历史遗产重视不够，甚至把它们归入“封建糟

粕”而废弃。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

工程中，我们必须秉持不忘本来、追本溯源的文

化理念，下功夫把中国传统法学的精华凝练出

来，对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融

入到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体系之中，彰显马克

思主义法学的历史底蕴和民族精神，为世界法

学百花园增添一份姹紫嫣红。

  第四，以开放眼光和科学态度跟踪研究当

代西方法学理论，把西方法学理论中的有益成

分识别出来，融入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

理论体系之中。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

新的历史阶段，要善于与西方法学开展平等对

话和交流，打造融通中西的法学概念、命题和

论语，在对话和互鉴中升华马克思主义法学原

理，彰显马克思主义法学海纳百川的学术气派

和在学术竞争中的优势。同时，我们要着力推

进中国法学的时代化、国际化、世界化，为21世

纪世界法学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中国智

慧、中国方案。

  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我们应

更好地履行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

历史使命。一是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

说服力的教科书。”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是

这部伟大教科书的“法治篇”。我们要在学习好

中共党史，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的同时，学好用好党在法治领域的创新

理论，要深入挖掘中国法治的红色资源，传承

中国法学的红色基因，续写马克思主义法学中

国化的新篇章。二是坚持“三相结合”“三化推

进”，即坚持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

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深刻揭示马克思主

义法学中国化三大创新成果的实践逻辑、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及其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生

命活力；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

成果———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学理化阐释、学术化

表达、体系化构建、大众化传播，高举习近平法

治思想的理论旗帜，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

在“两大奇迹”的基础上再创“法治新奇迹”。三

是解放思想、勇于创新，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

义法学作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法学家应有

的贡献。在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法

学家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捍卫者，更是马

克思主义法学的主要建设者和发展者，要通过

我们的学习、研究、创新，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

法学新的时代内涵，使马克思主义法学更具科

学性和时代性，更具思想魅力和生命活力，构

建起集古今中外法治思想之大成、屹立于人类法

治文明巅峰的科学理论体系。四是面向世界、放

眼未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习近平法治思

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21世纪马克

思主义法学，使中国从法学输入国成为法学输

出国，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不仅作为无产阶级革

命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

全人类追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的法理宝典，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具

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且与世界融

通的法治理论体系。

  （ 文章原文刊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

□ 周光权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刑法修正案（十一）（2020年）对刑法第一百

七十五条之一的法定刑适用条件作出了明确规

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

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特别重大

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此可见，在本

罪第一档刑中，并没有关于情节的规定，给金融

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是一个客观的后果，即上

述行为所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但是，就第二档

升格的法定刑而言，其适用条件包括给金融机

构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这两种情形。要准确适用第二档刑，在实务上必

须正确理解“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含义。

  实务上有人认为，如果行为人在贷款资料上作

假骗取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即便全部归还了贷款，

也应当认定其构成本罪并适用加重法定刑的规定。

这是在难以认定金融机构有重大损失，不能直接适

用第一档刑的情形下，绕过本条的“前段”规定，直

接认定被告人骗取贷款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按理说，原本是不应该这样思考问题的。但是，

最近确实有一些并不符合本罪定罪门槛的行为，仅

因骗取贷款金额特别巨大，也进入了司法程序。

  笔者认为，在实务上，如果对本罪中作为法

定刑升格条件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做上述

理解，可能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第十一条作出

修改的旨趣不相符合，且有悖于情节加重犯的

法理，明显不妥当。

  首先，从立法上修改本罪的取向上看。实施

本罪行为，其最为严重的情节其实不是骗取贷

款金额的大小，而应体现在最终是否给金融机

构造成损失这一点上。如果金融机构没有损失，

对行为就没有必要在刑事司法上作否定评价。

因此，对于提供真实担保取得贷款，或者事后全

部归还贷款本息的，即便利用虚假贷款资料所

取得的贷款金额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

情节，也根本不能定罪，自然就谈不上对行为人

适用第二档刑的问题。

  其次，从本罪“后段”作为加重规定的法理

看。本条法定刑升格的规定属于加重情形，适用

该规定一定要建立在行为成立基本犯的前提之

下。在对其不能适用第一档法定刑时，不可能直

接认定其属于骗取贷款“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无法适用更重的法定刑。

  因此，合理的看法是，骗取贷款行为中“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法定刑升格的规定仅适用

于：行为人骗取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中部分贷

款无法归还或者没有真实担保，给金融机构至

少造成了“重大损失以上的损失”，同时还具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如贷款金额特别巨大、

多次骗取贷款、在重要贷款资料上作假等）。这

里的给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以上的损失”，

其实特指金融机构的损失超过重大的程度，且

“接近于”特别重大的情形。因此，骗取贷款造成

金融机构的损失“‘接近于’特别重大+有其他严

重情节=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由此才能将法

定刑升格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换句话说，骗取贷款行为给金融机构造成损

失，损失数额一定要超过重大的程度，其未达到

特别重大，但是“接近于”特别重大，行为人又有

其他情节的，才有可能将其行为最终评价为“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虽有骗取金融机构贷

款的行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如果贷款已

经及时清偿的；（2）或者贷款存在足额担保的；（3）

以及贷款在案发时贷款未到期的，都不可能使金

融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无论行为人取得贷款的数

额如何巨大，也都不可能成立本罪，自然就没有

对行为人直接适用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能。

  照此理解，行为人利用虚假贷款资料取得

贷款1千万元，相关担保的权利凭证亦属伪造，

最终有200万元无法归还给金融机构的，其显然

可以成立本罪。但是，即便行为人骗取贷款达到

10亿元之巨，但贷款已如数归还；或者虽有2亿

元未归还，但存在真实担保的，不能仅因被告人

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就径直跳过第一档法定刑，

对被告人直接适用“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规

定。此时，应对被告人作无罪处理，由金融机构

通过民事诉讼挽回其损失。

  最后，从规范依据上看。这里将本罪的“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理解为“造成金融机构的损

失‘接近于’特别重大”再加上“有其他严重情

节”，有规范依据的支撑。

  与本罪相同的立法例是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条

贷款诈骗罪以及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规

定。例如，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

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

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1年3月1日）第二条第2款规定，诈骗数额接

近本解释第一条规定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

巨大”的标准，并具有特殊情形（包括通过发送

短信、拨打电话或者利用互联网、广播电视、报

刊杂志等发布虚假信息，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

诈骗的；诈骗残疾人、老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

人的财物的等），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

十六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这就是关于“犯罪数额接近于巨大+有其

他情节=有其他严重情节”，或者“犯罪数额接近

于特别巨大+有其他情节=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的理解。至于诈骗数额究竟要达到多少，才

算作接近于“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

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意见》（2016年12月19日）规定，这里的“接近”，一

般应掌握在相应数额标准的80%以上。上述司法

解释的精神与笔者前面关于骗取贷款罪“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果参照上述两个关于诈骗犯罪司法解释

的精神，对本罪的骗取贷款“有其他特别严重情

节”，就应当理解为造成金融机构的损失达到

“特别重大数额标准的80%以上”，并有其他严重

情节的情形。打个比方：如果将本罪的定罪门槛

确定为给金融机构造成损失的标准为20万元；

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数额为50万元以上，那么，

行为人造成金融机构损失至少要达到40万元以

上，又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才可以认定为“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

  （“刑民（行）关系与犯罪认定”之十详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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